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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：吴若本《杜工部集》是较早的杜集定本，清初钱谦益《钱注杜诗》曾以之为底本，然其原本已经佚失。洪业在《杜诗引得序》中对吴若本的真伪提出十点质疑，并最终认为吴若本并不存在，乃钱谦益伪造之本。此后张元济又提出，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的《宋本杜工部集》乃是吴若本。受其影响，洪业也改变了最初的观点，承认此本确为吴若本。不过这个观点经过此后学界的反复讨论，最终被确认是错误的。吴若本虽已散佚，但仍可从《钱注杜诗》中探寻其概貌。该本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，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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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若本杜集是历代杜诗注本中迄今为止最为神秘的本子，围绕其本的真伪、存佚、优劣等问题，学界曾展开过无数次激烈争论，然而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。因此有必要对此本追根溯源，综合学界现有的成果和进展，再对其本进行必要的研究考证，以期厘清该本的真相。本文拟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本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研讨。

一、吴若其人及吴若本的刊刻

吴若，字季海，荆溪（今属江苏宜兴）人。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四十二则云：“吴若，字秀海，相州（今河南安阳）人。以上舍释褐
，官修职郎。文学优赡，议论慷慨，娶张邦昌侄女，尝劝张邦昌谏上皇花石事，邦昌不听，乃言于邦昌之妻（邓氏），妻骇然曰：‘吴郎风邪，何忽如此！’除太学正，上书谓敏之救邦彦，乃是救蔡攸，其端可见矣。书闻，人人传观，上不欲拂邦彦、吴敏之意，故斥吴若，与合入差遣，即日出城，若欣然而去，颇为士林所惜。”此事亦见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二十一。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四十称“适有学官吴若上书得罪”，即指此事而言。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四十一尚存吴若上书之文。又朱鹤龄《杜工部诗集辑注》于吴若《杜工部集后记》后注曰：“若，字幼海，钦宗朝除太学正，上书论李邦彦、吴敏奸邪，被斥。”陈亮《中兴遗传序》云：“其七曰直士，若陈东、欧阳澈、吴若。”可见吴若在当时颇以直节称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二十一载，南宋渡江之初，吴若为迪功郎，以上言守江之策迁承奉郎。后为建康府通判，《宋史·吕祉传》云：“（绍兴）三年，升直龙图阁、知建康府。祉到官，与通判府事吴若、安抚司准备差遣陈充共议，作《东南防守利便》三卷上之。”吕祉到任在绍兴三年（1133）九月。此前六月，建康府学校刊《杜工部集》二十卷成，吴若有《杜工部集后记》记其事云：“右杜集，建康府学所刻板也。初教授刘亘常今，当兵火瓦砾之余，便欲刻印文籍。得府帅端明李公行其言，继而枢密赵公不废其说。未几，赵公移帅江西，常今亦以病丐罢，属府倅吴公才德充，察推王訚伯言嗣成之。德充、伯言为求工外邑，付学正张巽、学录李鼎，要以必成。逾半年，教授寿朋耆朋来，乃克成焉。盖方督府宣帅鼎来，百工奔走趋命不暇，刀板在手，夺去者屡矣。一集之微，更岁历十余君子始就。呜呼，事业之难兴如此。常今初得李端明本，以为善，又得抚属姚宽令威所传故吏部鲍钦止本，校足之。末得若本，以为无恨焉。凡称樊者，樊晃小集也；称晋者，开运二年官书也；称荆者，王介甫《四选》也；称宋者，宋景文也；称陈者，陈无己也；称刊及一作者，黄鲁直、晁以道诸本也。虽然，子美诗如五谷六牲，人皆知味，而鲜不为异馔所移者，故世之出异意、为异说以乱杜诗之真者甚多。此本虽未必皆得其真，然求不为异者也。他日有加是正者重刻之，此学者之所望也。”《后记》作于绍兴三年六月。据此，则所谓“吴若本”，实为数种杜集（包括王洙、王琪本）合校而成，其自称“若本”者，只是其中之一种耳，似宜称为“南宋建康府学刻本”。

二、吴若本真伪问题争议始末

吴若本在明以前的诸家书目中都未见著录，直到明初方有刻本。邵章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》云：“北宋小字本，版心刊‘净芳亭’三字，绍兴中吴若本；曾见明初刊本，十二行，行二十字，板心有‘净芳亭’三字。”周采泉在《杜集书录》中指出，“邵章一则曰北宋本，再则曰明初本，误。编者初亦以为邵氏所见多，其言当可信；嗣见黄裳同志《古书的作伪》一文，始知‘净芳亭’为许宗鲁斋名，则邵氏所见仅为明刻小字本。”[1]（P38）此本下落不明。此后明末清初著名的钱谦益《钱注杜诗》又自称以所谓“吴若本”为底本，沿袭了“吴若本”的杜诗排列和编年次序，并对其本做了一些删改。《钱注杜诗·注杜略例》云：“杜集之传于世者，惟吴若本最为近古，他本不及也。题下及行间细字，诸本所谓公自注者多在焉，而别注亦错出其间。余稍以意为区别：其类于自者，用朱字；别注则用白字。从《本草》之例。若其字句异同，则一以吴本为主，间用他本参伍焉。”钱谦益同时人朱鹤龄、计东、钱曾都对吴若本言之凿凿。钱氏所据之吴若本，毁于绛云楼一炬，后人已不得见。其族孙钱曾《述古堂藏书目》卷二曾著录该本，乃宋本影抄，二十卷，四本。而吴若后记，朱鹤龄《杜工部集辑注》、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均附录。对于《钱注杜诗》所据吴若本的真伪问题，后人存在较大的争议，最早提出疑义的是洪业。1940年，他在《杜诗引得序》中提出了十条质疑，否认吴若本的存在，认为此本乃是钱谦益伪造的古本。其云：“初，友人或劝《杜诗引得》宜用钱氏本，业以疑钱氏本已久，卒不敢用；其用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本者，以王洙、王琪编订之本既不可得，则南宋人编订之本而尚存者，当以郭本为最早。”而《宋本杜工部集》于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问世，其书后有张元济跋。张氏将钱注本及其所附吴若后记，与《宋本杜工部集》相较，以为“若合符节，是必吴若刊本无疑义，吴记作于绍兴三年六月，当即刻于是时，两地雕版，异地同时。”并针对洪业《杜诗引得序》所持疑义驳论道：“近人之疑吴本为乌有而深讥虞山之作伪者，观此亦可冰释。”此论一出，《钱注杜诗》所据底本确为吴若本的说法又开始被学界所认可，比如萧涤非先生主编的《杜甫全集校注》便准备以《宋本杜工部集》（包括部分吴若本）为底本[2]。1986年，萧涤非先生的博士生林继中在整理《赵次公先后解》时，即认为赵次公注的底本即为吴若本，其云：“赵注抄本正文是最接近南宋初之‘浙本’或‘吴若本’的，‘旧注’即它本所谓‘王洙注’；那么同时具有此条件的‘吴若注本’作为赵注底本的可能性最大。”[3]蔡锦芳《吴若本与〈钱注杜诗〉》一文，更进一步认为钱氏所据吴若本之真实性[4]。当洪业先生得知张元济影印《宋本杜工部集》中有吴若本的消息后，对该本进行了校考，于是他也改变了此前的看法，于其晚年出版之《再说杜甫》中即承认了自己《杜诗引得序》中怀疑吴若本为钱氏伪造的错误[5]（P427—428）。至此，吴若本的真伪问题似乎已经水落石出，尘埃落定。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，自商务印书馆影印《续古逸丛书》之《宋本杜工部集》后，关于其中吴若本真伪的质疑就已经开始了，只是这些研究成果较少受到学界关注而已。较早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有元方，他在《谈宋绍兴刻王原叔〈杜工部集〉》中认为[6]（P96—104），张元济根据《宋本杜工部集》中第二本的异文与吴若《杜工部集后记》提到的体例一致，就确认其为吴若本有些草率，他以为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再研究。元方“以全书与钱笺所举的吴若本对校过一遍”后，得出《宋本杜工部集》中第二本不是吴若本的结论。黑川洋一《关于王洙本〈杜工部集〉的流传》一文[7]，也对张元济之《跋》提出了质疑。黑川文在元方考证的基础上，推测出第二本的刊刻时间约在绍兴末年。此外，曹树铭撰有《宋本杜工部集非吴若本考》一文[8]（P112），也将续古逸丛书本《宋本杜工部集》“吴作某”者与《钱注杜诗》进行了对校，发现二本的校勘文字及题下注多有不合，从而认为“《宋本杜工部集》断非吴若本，而是吴若本以后的另一个版本，其中只采纳了一些吴若本的异文。”不过后来聂巧平指出，“曹氏疏忽了其考证的大前提，即二十卷《宋本杜工部集》并非完全出自吴若本，吴若本只占四分之一（即卷十至卷十四），余下卷次为翻刻之王琪刻印王洙本。曹氏同样也疏忽了张元济先生的考证，误将《宋本杜工部集》全部当成吴若本，遂作此长篇大论，实为徒劳。”[9]关于吴若本真伪问题的研讨并没有结至此束，到了1999年，岳珍又撰写了《吴若本杜工部集刻工考》一文[10]，指出张元济《宋本杜工部集跋》所云“此本刻工有杨茂、言清、言箠、王祐、熊俊、黄渊、杨诜、郑珣、翟庠等，尚未见于他书”的说法并不准确。上述九人中，至少有五人曾经参与了南宋时期其他书籍的刊刻。岳珍文详细考证了黄渊、郑珣、杨诜、杨茂、王祐等五人的活动，特别指出杨茂、王祐二人的活动延至宝庆、开庆年间，上距绍兴三年已有一百二十余年，他们绝无可能参加绍兴三年吴若本的刊刻。因此商务印书馆影印《宋本杜工部集》中卷十至卷十四不可能是吴若本，充其量是吴若本的翻刻本而已。其实早在三十六年前，元方在《谈宋绍兴刻王原叔〈杜工部集〉》中就已经对《宋本杜工部集》的刻工情况进行过研究，他说：“第二本的刻工有杨茂、张清、黄渊等七人，张（元济）跋云：‘未见于他书。’这点前曾由友人高熙曾同志查出：王祐曾刻《四明续志》，黄渊、杨诜曾刻《青山集》（避完构字慎字不避），黄渊、郑珣曾刻《昌黎先生集》（避覯字），其馀四人，尚未发见。而且《青山集》其他刻工陈震、毛用曾刻乾道八年姑苏郡斋本《两汉博闻》。联系起来，足以证明其刻时刻地。由此可见，第一本确乎是绍兴翻刻嘉祐王琪本，第二本也是绍兴刻本。”[6]（P101）由此看来，《续古逸丛书》之《宋本杜工部集》之卷十至十四，不是吴若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。总之，学界对吴若本真伪的争论一直在继续，正反两方的观点有不断尖锐化的趋势，尚未得出最终的结论。笔者以为，洪业先生虽然晚年承认了吴若本的真实性，但是并未对《杜诗引得序》中提出的十条质疑逐一作出澄清，因此我们仍有必要结合《宋本杜工部集》的文本对洪业当年所质疑的十点问题及张元济《宋本杜工部集跋》详加辨析，以期彻底澄清吴若本的真伪问题。

三、洪业《杜诗引得序》对吴若本质疑之辨析

洪业在《杜诗引得序》中对吴若本是否存在提出十点质疑，最终认为吴若本乃钱谦益伪造之本。此论虽屡为后来的学界所否定，然而对其质疑，学界尚乏有力的回应，以下我们对洪业《杜诗引得序》提出的十个质疑分别进行辨析。

洪业质疑之一：樊晃《杜工部小集序》仅赖吴若本得以保存，然此序存在疑问，樊序云：杜甫以至德初拜左拾遗，此至德初，当即至德元年（756），然据杜甫《述怀》诗，其拜左拾遗在至德二载（757）夏，则樊序“宜云至德中，何云至德初也？”另外，“樊序既云：文集六十卷，行于江汉之南，何不亦序而行之于江左？倘谓樊于当时未有甫之正集，然又何从而采其遗文二百九十篇，分六卷以行乎？且其曰文、曰篇，谓诗乎？文乎？抑并有之乎？”

按，至德为唐肃宗年号，共持续三年，即756—758年。不管是“至德初”还是“至德中”，差距至多只有一年。樊晃虽然知道有六十卷本的杜集“行于江汉之南”，但并未能亲见，只能根据润州周围流传的杜诗加以整理而成《小集》，这其中是没有什么矛盾的，因为樊晃在序中已经提到，当时他所在的江左地区，已经流传着一些杜甫的“戏题剧谈”之作。即使樊晃未能亲见杜甫全集，他也不乏编撰《小集》的材料。至于称杜诗为“文”、“篇”，并不说明《小集》是诗文并收的，笔者认为所谓“文”、“篇”，只是樊晃对所收诗歌的一种笼统称谓，均是指诗歌而言。而洪业所论的言外之意是怀疑樊晃《杜工部小集序》系伪撰，故对《杜工部小集序》中的文字进行吹求，其实这种怀疑是多虑的。樊晃《杜工部小集》在宋代尚未散佚，诸家书目多有著录，如《崇文总目》卷五载：“《杜工部小集》六卷，杜甫撰、樊晃集。”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《杜甫集》六十卷，《小集》六卷，润州刺史樊晃集。”宋王应麟《玉海》卷五十九《艺文略》载：“《（杜甫）小集》六卷，樊晃集。”不过樊晃《杜工部小集序》仅赖吴若本得以保存，而吴若本被焚毁后又仅赖《钱注杜诗》得以流传，因此《杜工部小集序》的文字并无它本可供互相参校，若果真钱氏作伪，后人亦无从辨别判断，难怪洪业先生会对《杜工部小集序》中的文字作如此怀疑。
洪业质疑之二：吴若其人有可能是子虚乌有，吴若本也有可能是后人伪造。理由如下：吴若《杜工部集后记》后署名“荆溪吴若季海”，朱注又称其“字幼海”、“通判建康”，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则云：“吴若，字秀海，相州人”。诸家记载字号既殊，籍贯复别，不能不让人生疑。其次，吴若“通判建康”之说，检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、《景定建康志》均未见记载。第三，吴若《杜工部集后记》称“赵公移帅江西，常今亦以病丐罢，乃属府倅吴公才德充，察推王訚伯言嗣成之。德充、伯言为求工外邑，付学正张巽、学录李鼎，要以必成。逾半年，教授寿朋耆朋来，乃克成焉。”而《景定建康志》载，赵鼎移知洪州在绍兴三年三月，吴若《后记》作于六月，中间只差三个月，这和《后记》“逾半年乃成”的记载有矛盾。另外，吴若《后记》中部分文字和蔡梦弼《草堂诗笺》之《识语》几乎相同，因此有可能是后人盗取蔡梦弼《识语》剪裁而成吴若《后记》，因而所谓吴若本也是捏造的。
按，吴若本非名宦，除了其直言傥论外，史书中对其事迹少有记载，这种情况是正常的。若因此怀疑其人，似大可不必。至于吴若《后记》中记载的成书时间与赵鼎移知洪州时间存在三个月的差异问题，确实是难以解释的矛盾，在没有其他文献佐证的情况下不好轻易作出判断。不过古人作序往往早于刊刻时间，少则数月，多则数年，刊刻时将落款时间更改一下也是常见的。至于吴若《后记》和蔡梦弼《草堂诗笺》之《识语》中有部分文字几乎相同的问题辨析，见后文“洪业质疑之八”的解释。
洪业质疑之三：吴若《后记》简称此本为“杜集”，应该包括杜文在内，《钱注杜诗》卷十九、二十所收杜文中，亦间载吴若本异文可证。既然《钱注杜诗》以建康本为主，则《景定建康志》所引杜诗应该与钱注本相同。然《景定建康志》所列藏书之目仅有《杜工部诗》，未及其文；所藏书版之数亦称“《杜工部诗》五百二十版”，仅称诗集而未称文集，似未附刻文集。又《景定建康志》中引《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》诗题与钱注多有不同，且全无校文，与钱注中有多则校文差异明显。
按，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三十三《书籍门》
称：“《杜工部诗》五百二十版，《花间集》一百七十七版。”所著录《杜工部诗》的书名及藏版书名均未称“《杜工部集》”，或著录有误，也不能断然否认收录杜文的可能。另外，吴若本虽然确实是“以建康本为主”，然吴若《后记》中已经明言又参校了数种杜集，则吴若本文字，与“建康府学本”之间的差异定有很多不同，因此不能据《景定建康志》征引的唯一一首杜诗来和钱注本进行对校，进而怀疑其本的存在。叔英指出，刻工郑珣，见于绍兴十八年建康郡斋刻本《花间集》，足证吴若本即建康刻本，钱氏笺注即据此本[11]（P347）。
洪业质疑之四：钱谦益于《注杜诗略例》中已经说明其《读杜小二笺》也以吴若本为主。然洪业将《钱注杜诗》的诗题次序与《读杜小二笺》对校后发现，《读杜小二笺》选诗次序和《钱注杜诗》相比“前后颠倒错乱”。洪业进而发现《读杜小二笺》除了少数篇目外，完全从鲁訔所编定之次序
。鲁訔《编次杜工部诗序》载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卷首，该序作于绍兴二十三年（1153）五月，距吴若《杜工部集后记》的绍兴三年（1133）已经有二十年，那么“吴本何能从鲁本之次序乎？”
按，钱谦益《读杜小、二笺》只是其笺注杜诗的最初成果，是为《钱注杜诗》的基础。其中《小笺》笺诗60首，《二笺》笺诗35首，笺诗数量非常少，因此只能算是一个选本。其次序的“颠倒错乱”也在情理之中。洪业以此选本的录诗次序以求吴若本全集的次序，无异于缘木求鱼，当然是得不出准确结论的。另外，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的编次，乃从鲁訔之编次，蔡梦弼、鲁訔二人均晚于吴若，其当然有参校吴若本之可能。既然吴若本不能从鲁訔之编次，那么后人鲁訔很可能是从了吴若本之编次。蔡梦弼本中参校的吴若本异文，极有可能是依据鲁訔《编次杜工部诗》进行的转录。因此洪业这条怀疑，存在时间逻辑上的倒置。既然蔡梦弼本晚于吴若本，本应怀疑后出的蔡本抄袭吴本，起码二者均存疑问。然洪氏因心存成见，偏执地怀疑吴若本抄袭蔡本，因而得出吴若本乃后人据蔡梦弼本伪造的结论。因此这一条质疑，实难成立。
洪业质疑之五：吴若本的名称，钱谦益又称之为“草堂诗笺元本”，洪业因此怀疑其即为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。周采泉曰：“窃意钱氏原以蔡书（蔡梦弼《草堂诗笺》）为底本，故其原序亦称《草堂诗笺》，其后又得吴若本，故编次悉从吴本。”[1]（P157）蔡锦芳指出，钱谦益笺注杜诗始终依据的都是吴若本。所谓“草堂诗”即是杜诗的代称，而非指蔡梦弼的草堂本。[4]洪业举出了几个例子证明吴若本出于蔡本，如《信行远修水筒》“何假将军盖”句下注云：“高丽本作‘佩’。”这个高丽本指蔡梦弼《草堂诗笺》之高丽翻刻本。然而洪业却发出了这样的疑问：“岂吴若本亦名《草堂诗笺》而亦有高丽本哉？”邓绍基称洪业这样的疑问是“由于心存成见，就故意找岔子……这就是洪氏的不客观态度。”他还同时指出：“钱氏笺杜，虽称以‘吴若本’为主，但也‘间用他本参伍焉’。钱笺又经过钱氏门生和钱曾等人参与，补充，所以也出现一些较为复杂的情形，比如不严格地以吴本为底本，间有改字情况，再如诗题或诗句下的双行注文，每每不标明是吴若原有还是钱氏等人所加，这都是钱笺本的缺点。……他（指洪业）确也发现了钱笺本的一些缺点，只是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不切实际的判断。”[12]
洪业质疑之六：通过将《钱注杜诗》卷十八末所载杜甫逸诗和蔡梦弼《草堂诗笺》卷末所收《逸诗拾遗》相比较，发现其中存在很大差异。特别是《钱注杜诗》称有四首诗“见吴若本”者，洪氏乃质疑道：“此四首者，见于吴本何处？见于正编耶？何不载十八卷中？见于吴本逸诗耶？何不在附录第二段中？”

这又涉及到《钱注杜诗》对吴若本之编订问题。钱注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按照吴若本进行的编排，而是根据蔡梦弼本的编次进行了较大的调整。洪业所举出的不同，正是钱注调整的地方，因此洪业的质疑正好问到了问题的关键。现在我们如果明白了钱注所作的调整改动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钱注和吴若本又有许多不同之处。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钱注本和吴若本简单地等同起来，必须进行认真的辨析才能下结论。日人长谷部刚《简论〈宋本杜工部集〉中的几个问题—附关于〈钱注杜诗〉和吴若本》一文从杜诗的文字异同、注文、杜诗的排列三个方面考证《钱注杜诗》是否保留了吴若本的原貌，其结论是：“《钱注杜诗》并没有完全照摄吴若本的原貌。换言之，钱谦益虽以吴若本为《钱注杜诗》的底本，但他也对此做了某种程度的删改。”[13] 

洪业质疑之七：据吴若《后记》，知其杜集文本中刊载了许多杜诗异文，未云其别有注解。然钱笺中多次引“吴若本注”云云，洪氏经过考察后认为，其中有些注是伪王状元本所引“彦辅曰”、《分门集注》本之“洙曰”、《九家注》本所引杜田《补遗》、《草堂诗笺》本之谢客家语，因此洪业怀疑吴若注乃窃他人之说为己有。其实此条怀疑在时间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，因为伪王状元本、《分门集注》本、《九家注》本、《草堂诗笺》本均晚于吴若本，既然注本中都有和吴若本雷同文字，当然首先应该怀疑后出之注乃抄袭前人之书，而不是反之。另外洪业指出《重过何氏五首》之吴若注乃引伪苏注，这和吴若本校勘体例不提苏氏亦有矛盾。其实伪苏注和吴若本几乎产生于同时，成书于绍兴四年至十七年赵次公注已经提到了伪苏注
，因此吴若本中存在伪苏注是正常的。

洪业质疑之八：吴若《杜工部集后记》和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跋》中都有一段交待校勘体例的话，这两段话极其相似，吴若本曰：

凡称樊者，樊晃小集也；称晋者，开运二年官书也；称荆者，王介甫《四选》也；称宋者，宋景文也；称陈者，陈无己也；称刊及一作者，黄鲁直、晁以道诸本也。
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跋》曰：

        凡校雠之例，题曰樊者，唐润州刺史樊晃小集本也；题曰晋者，晋开运二年官书本也；曰欧者，欧阳永叔本也；曰宋者，宋子京本也；王者，乃介甫也；苏者，乃子瞻也；陈者，乃无己也；黄者，乃鲁直也。刊云一作某字者，系王原叔、张文潜、蔡君谟、晁以道及唐之顾陶本也。
我们看到这两段文字确实有相似之处，洪业揣摩作伪者的心理，认为蔡梦弼之校勘体例文字比之吴若本要复杂一些，因而推想作伪者必是“避难而就易”，意即取蔡本伪造吴若本较易于操作。这当然是牵强附会的猜想。不过洪业又进一步论证了这种猜想的合理性：“今取蔡书以校吴本固不可全为依据；唯参校百馀条以后，即可知凡钱氏笺注本所注异文、某作某者，大略可得之于蔡书；其不可得者、疑是作伪者所臆造而已。”既然将吴本和蔡本异文进行了校对，发现钱注中有些异文并不见于蔡本，那么怎么能够说明吴若本即是根据蔡梦弼本伪造呢？洪业将这些差异之处一律归为“作伪者所臆造”，是先入为主的成见造成的，故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，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的。

洪业质疑之九：钱谦益《绛云楼书目》中未录吴若本，钱曾《述古堂藏书目》著录该本，称“宋本影抄”，据《读书敏求记》，大概是钱谦益将绛云楼余烬赠与遵王之故。然此本不知其究竟从何处影抄，因此前从未见著录有宋本吴若本，故其依据颇令人怀疑。钱曾其后清人公私藏书目录也未见著录吴若本，此述古堂藏本亦不知最终流传何处。因来龙去脉不明，颇启人疑窦。因此洪业认为“夫作伪书者，伪刻一书则劳，伪写一本则易。”[14]（P65）意即钱曾此来历不明的影抄吴若本，有极大的作伪嫌疑。

按，洪业此论确实切中肯綮，伪书往往都喜欢假托古代抄本的形式以欺世。对此身世不清的抄本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宋本为底本，的确值得怀疑。不过洪业也注意到蔡梦弼《草堂诗笺》中已经提到过吴若本，然而他却武断地认为其“仅是批校之本”，轻易地否定了吴若本宋本的存在，因而才得出吴若本为钱谦益或钱曾伪书的论断。倘若进一步从蔡梦弼《草堂诗笺》提供的线索详考，当不会如此轻下判断。然而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杜诗版本学家，洪业遍检历代公私书目不见著录吴若本，而于《述古堂藏书目》中突见此本，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上述怀疑，因此洪业此条质疑不仅有些道理，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还需指出的是，钱曾《述古堂藏书目》著录的“影抄宋本”杜集如今藏于国家图书馆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，1957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《宋本杜工部集》部分文字，都是依据此本（详见下文），因此钱曾《述古堂藏书目》著录的“影抄宋本”其实并不是吴若本。洪业因未亲见该书，仅根据著录进行想当然的判断，故而致误。

洪业质疑之十：钱谦益人品“虽才华美富，而行已经无耻，三百年来，早有定评。即就彼与朱鹤龄愤争注杜一事、所作之序文及函件观之，已可见其为人、外谦而内倨，似辨而恉伪”[14]（P67），因此不能排除其“为伪书以欺世”的可能。

按，从钱氏人品不端进而怀疑其作伪书，这种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，然而若从论证方法来看则是不严谨的，因为其论据并不能支撑其论点。故洪业的此番怀疑，只是无端的猜疑而已，并不足据。其所举大量校勘异文，证明钱氏并未依据吴若本，同样也是错误的。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，洪业所举异同之处，都是对《钱注杜诗》的体例未加深究造成的误解。其实钱谦益的《钱注杜诗》并未完全依据吴若本，从校勘上亦参校它本，择善而从，因而和吴若原本有着不少差异。洪业所指出的相异之处，恰恰是钱谦益对吴若本的改动之处。邓绍基先生还指出，果如洪业所言，钱谦益的《钱注杜诗》中就出现了这样矛盾，钱氏一方面“作伪”，一方面却又驳斥自己“作伪”的本子，这无疑是难以说通的。例如吴若本《草堂》诗“布衣数十人，亦拥专城居”，吴若注云：“即杨子琳、柏贞节之徒。”洪业指出“伪王本及分门本皆指为‘洙曰’者之注也”。然钱谦益驳斥道：“王洙、梁权道辈，以为永泰元年避崔旰之乱。而吴若本于‘布衣’、‘专城’之下注云：‘即杨子琳、柏贞节之徒。’是时严武已没，公下峡造楚，何尝复归草堂哉！注家唯黄鹤能辨之。”[12]假如钱谦益确实伪造了吴若本，那他又为什么会驳斥自己造假的本子呢？这是讲不通的。不过莫砺锋先生指出，钱谦益为了达到和朱鹤龄注争胜的目的，在《钱注杜诗》中存在伪造吴若本注的嫌疑。例如杜诗《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》“旷原延冥搜”句，钱注引吴若注曰：“昆仑东北脚名。”朱鹤龄《愚庵小集》卷十《与李太史论杜注书》即曾对此提出质疑：“‘旷原’出《穆天子传》，今妄益云：‘原昆仑东北脚名’，此出何典乎？”既然当日馆钱氏家塾时钱谦益曾将吴若本举以相付，朱鹤龄肯定曾亲见是书，则钱氏所云确实值得怀疑。[15]（P121—125）再联系上文洪业的怀疑，钱氏在征引吴若本时的真伪问题，便显得特别值得警惕了。

总之，洪业《杜诗引得序》中对吴若本及钱谦益的怀疑，多数没有充足的依据，其判断存在明显的偏颇和失误。然其质疑中举出的大量例子有些仍体现了严谨的学风，其质疑对搞清吴若本的真面目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正是通过对洪业错误认识的不断驳正，学界才逐渐明晰了认识，统一了看法，因而洪业所论在认识吴若本和钱注关系的过程中起到了过渡作用，功不可没。邓绍基云：“洪氏当年诋吴若本为赝品，论说流于主观武断，不仅从整体上不足凭信，即使是局部论说，也不可盲从。”[12]所论未免有些过于苛责。笔者以为洪业的研究方法和所举论据，仍值得引起相当重视，洪业所论对我们判断《宋本杜工部集》是否真为吴若本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。不过洪业撰《杜诗引得序》二十九年后，终于放弃了自己的看法，转而相信张元济的说法，认为《宋本杜工部集》中的部分内容乃是吴若本残卷。其于《再说杜甫》中进行检讨道：“我在《杜诗引得序》中，曾细论明末清初钱谦益笺注《杜诗》之经过。举出十端可疑诘问其所独用绍兴三年（1133）建康府学所刻的吴若校注之本；恐怕或是钱氏所伪造。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发行《宋本杜工部集》六册，带有张元济菊生先生长跋一文；考定其六册为合二种版本而成。一种为南宋初年浙江覆刻嘉祐四年(1059)王琪增刻宝元二年（1039）王洙编订原本。又一种则正是钱谦益所谓吴若校刻之本。我买得六册，重复校考之后，不得不变更前此二十九年我的旧说。我错误了猜疑钱谦益伪造其吴若校本。实则钱氏于吴本辄有增削挪移而不说明，遂使我疑吴本不至如此而已。”[5]（P427—428）这又涉及到钱注杜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保存了吴若本的旧貌问题。由上所论可知，钱谦益《钱注杜诗》虽将吴若本作为底本，但也作了较大的改动，具体表现在篇目的增删、吴若原注的删削、编次的前后调整、文字校勘的参校它本等几个方面。

四、《宋本杜工部集》中卷十至十四到底是不是吴若本

《宋本杜工部集》为毛氏汲古阁所藏宋本，为两种相俪之南宋刻本，现存上海图书馆。毛扆《宋本杜工部集跋》云：“先君昔年以一编授扆，曰：‘此《杜工部集》，乃王原叔洙本也。余借得宋板，命苍头刘臣影写之，其笔画虽不工，然从宋本抄出者。今世行杜集，不可以计数，要必以此本为祖也。汝其识之！’扆受书而退，开卷细读，原叔记云……二十卷末有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姑苏郡守王祺（琪）后记，此后又有补遗六叶，其《东西两川说》仅存六行而缺其后，而第十九卷缺首二叶。扆方知先君所借宋本乃王郡守镂板于姑苏郡斋者，深可宝也，谨什袭而藏之。后廿余年，吴兴贾人持宋刻残本三册来售，第一卷仅存首三叶，十九卷亦缺二叶，补遗《东西两川说》亦止存六行，其行数、字数悉同，乃即先君当年所借原本也。不觉悲喜交集，急购得之，但不得善书者成此美事，且奈何！又廿余年，有甥王为玉者教导其影宋甚精，觅旧纸从抄本影写而足成之。”1957年商务印书馆据此影印出版，列为《续古逸丛书》第四十七种。其缺页数处，悉据国家图书馆所藏钱钞本配补，学人始得获见此稀世珍本。全书线装六册，共二十卷，其中诗十八卷，卷一至八为古体诗，卷九至十八为近体诗，共1410首；末二卷为文赋，计28篇。前有王洙记，末附元稹《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》、王琪后记、裴煜补遗9篇、毛扆跋、张元济跋。张氏跋云：“毛氏汲古阁所藏宋本，递传至于潘氏滂喜斋，今归上海图书馆。相传为嘉祐间刊，然以讳字避至完、构观之，是刻当在南宋初矣。检校全集，计二十卷、补遗一卷。宋刻两本相俪，缺叶为毛氏抄补，亦据两本。其一存卷一第三、四、五叶，卷十七至二十及补遗。每半叶十行，行十八至二十一字。毛氏抄补自卷一第六叶起至卷九、卷十五、卷十六，每卷先列子目，目后衔接正文。其二为卷十至十二，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；毛氏抄补卷十三及十四。每卷先列子目，目后重衔书名、卷次及诗体首数各一行。两本字体、纸墨均甚相似，骤不易辨。但从行款、注例审之，显有不同。……其卷一王记之宋刊，卷十二第廿一后半叶，卷十九第一、二叶及补遗第七、八叶之钱抄，均据北京图书馆藏本照补。”由此可见，《宋本杜工部集》是由数种版本组合而成的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宋刻本。而对各本的认识颇不一致。张元济跋考定毛氏汲古阁所藏两种相俪之南宋刻本，一为南宋初年浙江复刻嘉祐四年王琪增刻王洙编订原本，一为绍兴三年（1133）吴若校刊本。如前所述，有的学者对此提出疑义，安东俊六在《“甲本＝重刻王琪本”说质疑》一文中认为，《宋本杜工部集》的“第一本”并不是王洙、王琪本的重刻，而是晚于二王本的名为“目录本”的翻刻本，该本刻于绍兴末年[16]。

张元济先生解释了自己认定第二本为吴若本的原因，其云：

复考配本（第二本），间有“樊作某”、“晋作某”、“荆作某”、“宋景文作某”、“陈作某”、“刊作某”、“一作某”等，与钱牧斋谦益《笺注》所载吴若《后记》云“凡称‘樊’者，樊晃小集也。称‘晋’者，开运二年官书也。称‘荆’者，王介甫“四选”也，称‘宋’者，宋景文也。称‘陈’者，称‘刊’及‘一作’者，黄鲁直、晁以道诸本也。”若合符节，是必吴若刊本可无疑义。

前文已述，元方、黑川洋一等人认为，“第二本”只是与吴若本极为相近，当是时间更晚的吴若本的翻刻本。黑川洋一指出了两点：第一，以吴若本为底本的《钱注杜诗》没有第二本中的注语，也不包括王安石、黄庭坚、苏轼等北宋名家的注语。第二，《钱注杜诗》中没有注语，但有误注及常识性的注释等。这从侧面证明第二本是在吴若本之后，删去了一些不适当之处，把新的北宋名家之注附刻的重刊本。

五、吴若本的体例特色和文献价值

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《宋本杜工部集》中的第二本不是吴若本原刻，而《钱注杜诗》确实是以吴若本为底本，在较大程度上仍保存了吴若本的旧貌，那么我们若要考察吴若本的具体情况，首选的文献依据当然应该是《钱注杜诗》。蔡锦芳曾通过考察钱注本总结了吴若本的基本情况。她首先指出，从编次来看，吴若本是分体编次的，其中古体在前，近体在后。吴若本未给杜诗严格系年，只是在每卷目录之后、正文之前指出作诗之时地，这种做法正是对“二王本”的沿袭承继。第二，从文字校勘来看，吴若本的正文文字很多与诸家注本相异。特别是和“二王本”相比，吴若本正文多与之相左，吴若本标出的异文恰多是“二王本”之正文。第三，吴若本在杜诗题下行间的注文有很多内容而《宋本杜工部集》和郭知达本没有，或者虽有但内容出入较大。蔡锦芳认为这些注文是一种集诸家注，只是很一般很简单的注释文字，既不多也不精，并无什么重要价值。钱注和朱注都对吴若本注的错误作过很多辨正，然而钱谦益对吴若本注的价值是肯定的，以为“诸家所谓公自注者多在焉”。蔡锦芳指出，实际上这些注文绝大多数非杜甫自注。即使如此，如果我们要考察早期杜集中保存杜甫自注的基本情况，吴若本还是我们必须参考的本子。而且不管怎样，吴若本中的少量注释，通过蔡梦弼、郭知达、赵次公诸家注本得以留存下来，并对后代注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[4]。

吴若本最大的文献价值就是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。由于吴若本刻成后流传不广，在明代以前似乎一直没有得到什么关注，这反而使它基本保持了原貌，故而成为杜诗版本史上的活化石，对杜集的版本校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而其他受到关注的宋本杜集，在代代辗转流传的过程中，其底本难免被诸家随意增删改易，颇多讹夺，甚或附以伪注谬解，其原貌反而渐不为人所知，比如“二王本”就是如此。而吴若本稍出于“二王本”其后，并在编纂中参考了“二王本”。故而当“二王本”在后代几至于散佚的情况下，吴若本便可以作为考察“二王本”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。故而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在编纂《钱注杜诗》的时候，在不知“二王本”尚存天壤的情况下，选择“最为近古”的吴若本，是有着独到的眼光的。第二，吴若本保存了唐润州刺史樊晃《杜工部小集序》。樊晃《杜工部小集》后世已经失传，然吴若当时不仅参校了樊晃《杜工部小集》，且在书内保存了其《杜工部小集序》，此文不见于其他宋本杜集，仅赖吴若本以传，因而文献价值殊为珍贵，使得后人能够得窥杜集最早的编纂流传情况，吴若之功可谓大矣。第三，吴若本保存了较早杜集中的杜甫自注，对于厘清“公自注”与后人之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如《宋本杜工部集》卷十《晚出左掖》“骑马欲鸡栖”后注云：“朱仲卿车如鸡栖马如狗。”“骑马欲鸡栖”的典故见《后汉书·陈蕃传》，是东汉朱震之事。朱震，字伯厚，并不字仲卿，仲卿是西汉朱邑之字，事见《汉书·循吏传》。谢思炜《〈宋本杜工部集〉注文考辨》指出[17]，这个典故在宋代是个熟典，因此宋代注家不可能犯这个错误，这个错误只能是杜甫在自注时所犯。杜甫因手边无书可查，凭借记忆作注从而造成失误。由此可见，此注好是杜甫自注，幸赖吴若本的保存方流传至今，使后人得窥早期杜集的面貌。又如因此吴若本和“二王本”一样，基本保留了早期杜集的原始形态，这对于我们研究杜诗版本学具有珍贵的价值。不过元方曾认为吴若本虽实有其书，并非钱氏伪，然而该本是个“劣本”[6]。于是，问题由“真伪”转到了“优劣”的争论。元方认为“二王本”的价值在于它保留较多“自注”，他说：“所以王本的可贵，不仅是刻时较早的珍本，而同时对于了解杜甫的诗篇也更有更大的作用”[6]。但在他举出的六个例子中，检吴若本也同样有这些“原注”，因此这是二王本和吴若本的共同优点。因此邓绍基指出：“如果在这方面论说吴本之‘劣’，是不能服人的，因为这正是吴本和其他早期宋本共有的长处。”[12]
六、结论

钱谦益《钱注杜诗》确实是以吴若本为底本，洪业当年对其作伪的怀疑纯属误解。然而吴若本的原本已经完全失传，仅有翻刻本保存下来。《钱注杜诗》虽然从很多地方对吴若本的原貌进行增删改动，然而是目前为止最大程度保留了吴若本原貌的本子，也是目前我们考察吴若本最为可靠的依据。另外，从校勘、刻工、收诗数字等方面进行仔细核对后发现，《宋本杜工部集》中的第二本不是吴若本原本，但其有可能是和吴若本版本渊源较近的翻刻本，因此张元济《宋本杜工部集跋》中的判断有失之草率之嫌，洪业《再说杜甫》对张元济的论断也有些轻信。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则得益于后来学者如元方、黑川洋一、曹树铭、岳珍、邓绍基等人的大量严谨细致的考据工作。而上述学者的通过严谨考证得出的真知灼见则有被掩盖的趋势，以致于学界仍对吴若本真伪的判断存在模糊的认识，这给谬见流传提供了一定的市场，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彻底澄清这一问题的时候了。至于《赵次公先后解》所用底本是否为吴若本的问题也较为复杂，目前看来，赵注底本也不一定是吴若本，很有可能是“二王本”的翻刻本，然此翻刻本似乎参校了吴若本异文，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陈尚君《喜读〈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〉》一文[18]，对林继中提出的赵次公注以吴若本为底本的说法已经提出了质疑，读者可以参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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